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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佛道三教關係與隋唐佛教宗派

洪修平

南京大學哲學系特聘教授

隋唐佛教是中國佛教發展的繁榮和鼎盛時期，這特別表現在中

國佛學思想的創新和中國佛教宗派的創立。隋唐佛教宗派的創立，

既是漢魏以來中國佛教發展的必然，也與隋唐社會環境和帝王的三

教政策密切相關，它是隋唐多元文化格局中與儒佛道三教關係下，

中國佛教發展的新成果。隋唐佛教宗派作為印度佛教中國化的成

果，具有儒學化、道學化的特色，但從契理與契機的角度看，並不

影響中國佛教仍然是「佛教」。

一、多元文化格局與儒佛道三教鼎立

中國社會發展到隋唐，出現了許多與以往不同的新特點。從政

治經濟、邊疆開拓、民族交往和文化發展等各個方面，都表現出了

一種泱泱大國的新氣象。隋唐結束了中國數百年分裂動盪的局面，

實現了天下的統一。經過數十年的恢復發展，唐代達到了中華帝國

的鼎盛階段，經濟發展，國勢強盛，社會安定，文化繁榮。

從政治上看，隋唐時期的政治在總體上較為穩定，特別是唐朝

前期政治清明，君主明智，行政運作過程存在著一定的監督與制約

機制，往往能在眾臣的討論和權衡下做出決策，不同的階層、不同

的集團，甚至佛道人士也有機會參與政治。這種相對穩定的政治局

主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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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在文化上則表現出了一種包容與開放的心態，從而為包括佛教在

內的各種思想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整個隋唐時期，特別是唐代，是多元文化相容的時期。由於國

力強盛，對外文化交流頻繁，當時的中國實際上成為世界文化交流

的中心，許多外來的宗教也都被吸引來華傳教，各種外來宗教異常

活躍，當時的長安等地除了佛教、道教之外，還流行伊斯蘭教、祆

教、景教、摩尼教等。隋唐文化形成了以儒佛道三家為主、多種外

來宗教並存的多元化格局。佛教就是在這樣的宗教文化背景下得到

了新的發展，也正是在這些異域和中土構築的多元文化氛圍中，孕

育了隋唐佛教宗派融會中

印、兼攝儒道的包容與大

氣。

在隋唐盛世造就的思

想文化的多元格局中，一

個最令人矚目的重要特點

就是以佛教興盛為標誌的

儒佛道三教鼎立。隋唐時

期三足鼎立的儒佛道三教

關係，既是漢魏以來三教

關係演變發展的延續，也

是隋唐多元文化格局中三

教關係的新發展。三教的

鼎立與隋唐帝王的三教政

策密切相關，同時也是三

教各自的發展與三教關係

儒佛道三教關係與隋唐佛教宗派

刻於「大唐天后御製詩書碑」背面的三教聖
像圖，中為釋迦牟尼佛，左為孔子，右為老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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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互動的結果。

從歷史上看，佛教自兩漢之際經西域傳到中國內地，就與儒、

道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固有傳統思想文化在碰撞中不斷衝突和融合，

互滲和互補，從而構成了儒佛道三教關係。三教關係在不同時期的

演變發展以及三教地位的消長變化，對整個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都

有極大的影響。三教關係不僅構成了漢代以來中國思想學術和文化

發展的重要內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整個中華思想文化的特

點及其發展的走向。

在漢代，初傳的佛教主要依附黃老道術而在社會上流傳，並通

過漢譯佛經表現出道學化和儒學化的傾向。儒家則從佛教出家修行

有違孝道等方面對之加以排斥，而正處於初創階段的道教卻往往借

助佛教這一比較成熟的宗教來發展自己。這個時期的佛教對儒和道

表現出了不同的態度。由於儒家倫理名教是中國宗法性社會制度的

重要思想支柱，因而佛教對儒學基本上以妥協調和為主，有時甚至

採取積極迎合的態度。對道教，佛教則把道教與道家作了區分，引

老子與老子之道來為自己辯護，同時既借助神仙方術來傳播佛教，

又對道教推崇的辟穀長生等進行了抨擊。1

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雖然失去了兩漢經學獨尊的地位，但在

社會生活和文化各領域仍然發揮著實際的主導作用，這個時期儒家

的反佛，主要還是從社會經濟、王道政治和倫理綱常等方面來排斥

佛教，但也開始出現從哲學理論的層面來對佛教加以批判。佛教在

與儒、道的關係中進一步發展，特別是通過依附魏晉玄學而「因風

1. 《牟子理惑論》：「佛與老子，無為志也。」「神仙之書，聽之則洋洋盈耳，

求其效，猶握風而捕影……老子著五千之文，無辟穀之事。」收於《弘明集》

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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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行」，2 迅速傳播。

由於玄學本質上是儒和道的融合，因而玄佛合流實際上也就表

現出了三教融合的重要意義。由「沙門敬不敬王者」引發的佛法與

名教之辯，和由「老子化胡說」引發的佛道之爭等，反映了這個時

期儒佛道三教在並存共進中的衝突，而這種衝突往往也從反面促進

了三教各自的發展。例如儒道以華夷之辨來排斥外來的佛教，這曾

從反面促進了佛教進一步與儒道等傳統思想文化加強融合，而佛教

把道教與老子道家加以區分，並對道教粗俗性、荒謬性、危害性的

攻擊，也從反面促使道教加強對老子道論的依賴和發揮以建構自己

的形上學體系、吸取佛教的思辨理論和修行方法，乃至戒規儀範等

來完善自己的宗教神學體系，並進一步融合儒家名教以「清整道

教」、去除各種「流弊」，而向貴族化、理論化方向發展以與原始

道教劃清界線。

隨著三教的不斷發展，特別是佛道二教的成熟，南北朝時期三

教關係得到了全面的展開，而三教之間的融合也進一步加深，「三

教雖殊，勸善義一，塗跡誠異，理會則同」3 成為當時比較流行的

看法。

漢魏以來，三教之間的長期衝突與融合，使各家都清楚地認識

到消滅他方的不可能以及借鑑吸取他方的長處來發展自身的重要

性，因而到了隋唐時期，三教雖然矛盾依然不斷，三教優劣高下的

爭論有時還相當激烈，但從總體上看，三教基於各自的立場而在理

2. 東晉名僧道安在談到佛典在中土流行的原因時，曾認為：「以斯邦人莊老教行，

與方等經兼忘相似，故因風易行也。」道安：〈鼻奈耶序〉，《大正藏》第 24
冊，頁 851 上。

3. 北周．道安《二教論》引，載《廣弘明集》卷 8。

儒佛道三教關係與隋唐佛教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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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上相互融攝，成為這個時期三教關係的最重要特點。佛教更是如

此，佛教宗派理論的建立離不開對儒道思想的融攝，而隋唐時期對

多元文化寬容的盛世氣象，則為外來的佛教與中國傳統的儒、道的

融合及鼎足而立，提供了重要的社會氛圍和適宜的文化土壤。4

隋唐佛教的鼎盛，從外部社會條件來看，與帝王的支持和帝王

的三教政策也有密切的關係。國家的強盛和統一，使隋唐時期的統

治者在宗教文化方面一般都比較寬容，大都採用三教並用的政策。

與此同時，或出於個人的好惡，更出於現實政治的需要，他們也往

往對三教採取抬高或貶低等不同的態度和政策，帝王對待三教具體

態度的不同，對三教關係和佛教的發展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首先，隋唐帝王都重視儒學，恢復了儒學在思想意識形態中的

正統地位，確立了儒學為中華文化之根本的自信。自魏晉以來，儒

學在現實的社會政治和倫理生活中，雖然實際上仍然起著主導的作

用，但已喪失了兩漢儒學的獨尊地位，並被魏晉玄學和南北朝佛教

思潮所遮掩而得不到發展。到了隋代，儒學的地位開始得到恢復。

到了唐代，儒學在政治和倫理的範圍內更是得到了高度重視。唐太

宗曾明確強調：「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

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5「至於佛教，非

意所遵，雖有國之常經，固弊俗之虛術」，6 而「神仙事本是虛妄，

空有其名」。7 這也是魏晉南北朝數百年來，統治者和思想家對儒

4. 關於漢代以來的儒佛道三教關係，請參閱拙文〈儒佛道三教關係與中國佛教的
發展〉，載《南京大學學報》2002 年第 3 期。

5. 唐．吳兢：《慎所好》，《貞觀政要》卷 6，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頁
195。

6. 《舊唐書》卷 63。
7. 同註 5，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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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三教進行比較選擇的結果。在儒佛道三教中，只有儒學最適合

以血緣為紐帶，建立起封建宗法制的需要，最能為現實的政治和倫

理道德提供理論依據，因此，統一的帝國建立起來以後，重新確立

儒學的權威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唐代利用儒學，在制度上也有所發展，就是實行科舉制度，並

由官方頒布孔穎達等撰的《五經正義》，統一對經書義理的解釋，

以作為科舉考試的依據。而顏師古奉唐太宗之命撰的《五經定本》

則統一了儒家經書的文字。儒學「官學」地位的確立對佛教的發展

起了一定的制約作用，這正是帝王宗教文化政策上的一種策略，即

從現實的政治需要來利用佛教，又以儒家的君臣父子之道來制約

之。這也是佛教在中土雖然發展至極盛，

卻始終未成為「國教」的重要原因。其次，

隋唐帝王對佛道二教有不同的利用。隋唐

帝王對佛道二教的不同態度雖然並不排斥

個人感情上的親疏好惡等原因，但更重要

的還是與他們切身的政治經濟利益緊密連

繫在一起，有時還特別表現為與宮廷鬥爭

密切相關。例如李唐王朝建立後，為了抬

高李姓的地位，高祖李淵和太宗李世民都

採取了「興道抑佛」的政策，唐太宗曾說：

「今李家據國，李老在前。」8 明確表示要

對道教給予優先考慮。而武則天要「變唐

為周」當女皇，奪取李姓的政權，便反其

道而行之，針鋒相對地採取了「興佛抑道」

8. 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大正藏》第 52 冊，頁 386 上。

儒佛道三教關係與隋唐佛教宗派

武則天倡議尊佛，大力推動佛教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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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大力利用佛教。後唐中宗復位，又想「興道抑佛」，而韋

氏干政，則仍然堅持興佛。唐武宗滅佛，也是有政治、經濟和佛道

之爭等多方面的原因。9

帝王對佛道的不同態度雖不是佛道興衰的唯一原因，但對佛道

二教發展的影響還是十分巨大的。例如佛教華嚴宗就是在武則天的

直接支持下才得以創立。也正是在武則天「興佛抑道」的政策下，

佛教徒才得以向道教發起主動進攻，多次上書朝廷，要求焚毀貶低

佛教的《老子化胡經》，並得到了朝廷的批准。10

最後，帝王對儒佛道三教排列次序的看法，也對三教的發展產

生了直接的影響。作為隋唐帝王宗教文化政策的一部分，如何安排

儒佛道三教的先後，成為這個時期經常被討論的問題。隋朝的建

國，得到過佛道的幫助，因而隋代的帝王雖然採取了一些恢復儒學

的措施，但更多的是對佛道二教的支持和利用，特別是佛教，得到

了格外的重視。例如開皇元年（581）隋文帝曾下詔曰：「門下法

無內外，萬善同歸，教有淺深，殊途共致。」表達了他想並用三教

的思路；但緊接著，他卻據此而下令在五嶽「各置僧寺一所」，11

並在同一年，又多次下詔在各地建寺造像。隋代李士謙曾對三教發

表了這樣的看法：「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12 這其

9. 唐武宗會昌年間（841-846），由於經濟利益的矛盾，再加宮廷內部的王權鬥爭
與佛教發生牽連，社會上流傳著「黑衣天子」將要得位的讖語，因而促使武宗
採取大規模的滅佛措施，史稱「會昌法難」。這次滅佛，除了經濟與政治方面
的主要原因之外，與武宗崇尚道教的成仙長生之術，以及道士趙歸真、劉元靖
等人的煽動也有直接的關係，因而它也是唐代佛道鬥爭的表現之一。

10. 《老子化胡經》在元代進一步被毀後，便基本絕跡了。直至二十世紀初，才
在敦煌藏經洞中發現部分殘卷。

11. 《歷代三寶記》卷 12，《大正藏》第 49 冊，頁 107 中。

12. 志磐：《佛祖統紀》卷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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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三教在當時社會中的實際地位。

唐代帝王開始，更加理智地看待儒佛道三教，雖然他們骨子裡

都以儒學為立國之本，但出於現實政治的需要，他們仍利用佛道，

甚至把李老道教排在儒家之前。例如唐高祖就曾下詔：「老教孔教，

此土元基，釋教後興，宜崇客禮。今可老先、次孔，末後釋宗。」13

唐太宗也主張三教按道、儒、佛的次序排列，並下詔，令道士女冠

居僧尼之前。而武則天則反其道而行之，明令「釋教在道法之上，

僧尼處道士女冠之前」。14 唐玄宗以後，由於唐王朝的日趨衰落，

統治者才更注意平衡三教。隋唐時期的三教關係以及佛教就是在帝

王的這種三教政策下時起時伏，不斷發展。

隋唐三教鼎立的出現，除了帝王的三教政策等外部原因之外，

與儒佛道各自的特點以及中國思想文化的根本特質也有密切的關

係。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本質上是一種關於人的學問，重視現實的社

會和人生是其最根本的特質。作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主流與基礎的

儒家思想在這方面表現得最為突出，而道家和道教也從不同的角度

豐富了這種充滿現實主義情懷的人生論。外來的佛教正是在中國傳

統思想文化重現世現生的人文精神的影響下，充分拓展了其本身蘊

涵的卻又被整個思想體系窒息著的對人和人生的肯定，以超越生死

的眼光對人的「生從何來，死向何處」以及對現實的生老病死等問

題作了探索，通過對「自作自受」的「業報輪迴」的強調，而把人

們引向「為善去惡」的人生道德實踐，以追求永超苦海的極樂，從

而在一定意義上彌補了傳統儒、道對人的生死問題關注或解決不夠

13.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 3，《大正藏》第 52 冊，頁 381 上。

14. 《則天皇后本紀》，《舊唐書》卷 6。

儒佛道三教關係與隋唐佛教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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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憾，並以此為契機，而與儒、道融合互補，以其獨特的人生哲

學與儒、道一起入世發揮著作用。15

二、三教融合與佛教的創宗立派

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在中國經過五六百年的發展，到隋唐

時，進入了創宗立派的新時期。中國化佛教各宗派的建立，與這

個時期儒佛道融合的三教關係密切相關。隋唐的三教關係以及佛

教自身的發展，雖然在帝王不同的三教政策下變化起伏，曲折發

展，但三教融合的總趨勢則貫穿隋唐始終而基本不變。在三教鼎立

的基本格局下，儒佛道三教中許多重要的思想家都從自身發展的需

要出發，以及迎合大一統政治的需要，提倡三教在理論上相互包

容，這成為佛教宗派在這個時期創建各自思想理論體系的重要背景

條件。

隋唐時，佛教對正統儒家思想的融合吸收與合流得到了進一步

的加強，當時社會上出現了《佛說父母恩重經》等許多中國人所

編、強調忠君孝親等中國封建倫理綱常的佛教經典即是典型的一

例，而佛教對當時有相當發展的「皇族宗教」道教亦表示了足夠的

重視。

中國化的佛教各個宗派，各具獨特的教義、教規和修持方法，

但都是在大量融合吸收了儒、道等傳統思想文化的基礎上才創立起

來的。例如天台宗把止觀學說與儒家人性論調和起來，16 並對道教

15. 請參閱拙文〈論儒佛道三教人生哲學的異同與互補〉，載《社會科學戰線》

2003 年第 5 期。

16. 例如湛然的《始終心要》中說：「夫三諦者，天然之性德也。……含生本具，

非造作之所得也。……天然之理，具諸法故。」《大正藏》第 46 冊，頁 47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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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法加以融攝；17 華嚴宗的理事說，是對傳統哲學的體用說及「理」

範疇的借鑑；禪宗站在佛教的立場，將儒家的心性論、道家的自然

論與佛教的基本思想融通為一，從而形成了它所特有的中國化的禪

學理論和修行方式，等等。當時不少佛教思想家在融合吸收儒、道

等傳統思想的同時，也都提出了三教一致、三教融合的觀點，認為

三教「各適當時之器，相資為美」、18「懲惡勸善，同歸於治，則

三教皆可遵行」。19 隋唐佛教宗派站在佛教立場上實現的三教融合，

對宋明理學站在儒家立場上的三教融合，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值得重視的是，隋唐佛教不僅對儒、道加以融合，而且還從理

論上對這種融合做出了論證。例如中國佛教宗派中創立最早的天台

宗以《法華經》為「宗經」，並根據有關經義而提出了「會三歸一」

的理論，在「方便」法門的旗號下，一方面把天台宗的教義說成是

至上的「一乘」，另一方面，又為它把佛教的不同教義乃至儒、道

等不同思想「會歸」到天台宗教義中來提供了依據。華嚴宗則有「立

破無礙」、「會通本末」的判教論，它一方面破斥了華嚴教義之外

的種種異說，另一方面又以華嚴教義來「會通本末」，認為所破斥

的諸種異說「同歸一源，皆為正義」；20 即站在華嚴宗的立場上看，

其他各家學說也都具有真理認識的成分，都可以歸入華嚴教義中

來，這樣既抬高了華嚴宗本家之學，又為調和會通包括儒、道等在

17. 例如智顗《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中說：「臍下一寸，名憂陀那，此云丹田，

若能止心守此不散，經久即多有所治。」《大正藏》第 46 冊，頁 471 下。再
如智顗的《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和《摩訶止觀》中都提到了「六字氣治病」法，

據學者研究，「此法不見於印度佛教經典，實際出自道教修煉法」。參見潘
桂明：《智顗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457。

18. 《北山錄》卷 1，《大正藏》第 52 冊，頁 578 下。

19. 《華嚴原人論》，《大正藏》第 45 冊，頁 708 上。

20. 同註 19，頁 710 上。

儒佛道三教關係與隋唐佛教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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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各種異說做出了論證。

禪宗被認為是中國化最為典型的

佛教宗派，其一向以「不立文字」、

「教外別傳」標榜，而這實際上也可

以看作是禪宗特有的判教說。禪宗正

是以此而將自己與其他教派相區別，

並從「不立文字」出發，「不拘一說」

地在堅持佛教基本教義立場的同時，

實現了對中國傳統的儒、道思想文化

的會通與融合。

隋唐佛教宗派對融合各家學說所

做出的理論論證，標示了佛教的中國

化與中國化的佛教理論在隋唐時的趨

於成熟，對隋唐佛教的思想理論建設

具有重要影響。

在與儒、道相融合的總趨勢下，

佛教與儒、道的爭論和衝突也有新的

發展，並隨著爭論的深入而涉及到

許多教理方面的相互詰難，儒家則從

維護封建統治出發，經常站在道教一

邊，而從國家經濟收入或封建倫理綱

常的角度對佛教進行批判。儒、道對

佛教的批評攻擊，一方面對佛教的發

展產生某種阻礙的作用，另一方面有

時也從反面推動著佛教的發展。例

「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是
禪宗特有的判教說。圖為齊白石
所繪《達摩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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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儒、道以華夷之辨來排斥外來的佛教，佛、道在形上學方面的

爭辯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佛教對儒、道等傳統思想文化的進

一步融合。佛教與儒、道既衝突又融合，在衝突中融合，在融合中

發展，構成了隋唐佛教在三教關係中發展的基本畫面。正是在這種

錯綜複雜的三教關係中，中國佛教迎來了創宗立派的新階段。

中國佛教宗派在隋唐時得以創立，有其歷史的必然性。首先，

隋唐統一王朝的建立，既提出了統一佛教諸家紛爭、異說紛紜的要

求，也為統一南北各地佛教不同的特點和學風提供了條件。隨著政

治上的統一而出現的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使會通佛教諸

說、融會中印思想的佛教宗派的創立成為可能；新建王朝的統治者

對各種宗教文化學說的寬容，以及對佛教的支持和利用，則使佛教

宗派的創立進一步成為現實。而社會大眾對現實生活的不滿和對美

好生活的嚮往，也是隋唐佛教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從根本上看，

隋唐佛教宗派是適應社會需要而出現的。

其次，從佛教自身的發展來看，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以後，經歷

了一個不斷中國化的過程。就其與漢文化的關係而言，佛教的中國

化在思想理論的層面上，可以概括為方術靈神化、儒學化和老莊玄

學化三個方面。21 正是在與傳統思想文化的相互衝突與融合滲透中

發展起來的中國佛教，最終得以與傳統的儒、道文化並駕齊驅，成

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並產生了天台、華嚴和禪宗

這些富有特色的中國佛教宗派。但外來的佛教無論是為適應中土的

需要而做出自我調整，還是被中土逐漸理解並有選擇地容納接受，

都有一個過程，都要經歷一定的時間。

21. 請參閱拙文〈論漢地佛教的方術靈神化、儒學化與老莊玄學化〉，載《中華
佛學學報》第 12 期，1999 年。

儒佛道三教關係與隋唐佛教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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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中國化的演進中，中國佛教不斷發展並逐漸得以成熟：

南北朝以來寺院經濟的發展，為隋唐佛教宗派的創立奠定了堅實

的經濟基礎，同時也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出了模仿世俗封建宗

法制度而確立傳法世系，以維護寺院經濟的要求；南北朝以來佛

教學派的林立，為隋唐佛教宗派的創立準備了理論條件，而隋唐

社會的統一也為佛教各家各派的融合提供了機會；南北朝以來的

判教，則為隋唐佛教宗派理論體系的建立提供了方法論上的幫助。

天台、華嚴等中國佛教宗派都通過判教建立自己獨特的思想體系，

並標榜自己的學說為佛教最完滿的教義。很顯然地，如果不是對佛

教有個比較全面的了解，要進行這種判教是不可能的。因此，隋

唐佛教宗派在判教的基礎上得以創立，而各個宗派的判教也只有

在隋唐時期才有可能出現，宗派的判教是中國佛教發展到一定階

段的產物。

最後，我們還可以從整個傳統思想文化的發展來看。博大精深

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是在眾多民族的融合、多種文化的交匯中逐

漸形成發展起來的，在漫長的演變發展中，形成了開放性、調和性、

包容性等特點。在對待外來文化的態度上，基本上都是寬容並加以

吸取的；但這種寬容和吸取又是有條件的。首先，它是以保持自身

的相對獨立發展為前提，在開放中吸收外來的文化是為了更好地更

新發展自己，而不是否定自己或取代自己，當外來文化的衝擊威脅

到自身的存在與發展時，傳統文化就會對外來文化採取排斥抵制的

態度。其次，它對外來文化的融合吸收是有選擇的，往往是在理解

的基礎上消化吸收外來文化以為我所用，而不是生吞活剝，盲目接

受。

因此，從總體上看，傳統思想文化在對待外來文化的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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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出了相對封閉中有開放、相對排斥中有吸收的基本特色。相對

的封閉和排外，保持了傳統文化的穩定和一以貫之的持續發展；而

有條件的開放和吸收，又使傳統文化的發展充滿活力。中國傳統思

想文化正是在這種動態平衡中綿延數千年而不絕，既保持了它特有

的魅力，又保持了它常新的生命力。在與外來佛教的關係上，傳統

文化的如上特點表現得格外明顯，「夷夏之辨」即是這方面的具體

表現。22

與印度佛教相比，以儒學為主導的傳統思想文化多是人文精神

和現實品格，相對缺乏的是哲學的思辨和對現實人生的超越精神。

因此，當佛教傳入以後，傳統思想文化強烈地感受到吸取佛教的精

華來充實發展自己的必要性，但如何擺妥本位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

係，卻需要經歷一個碰撞和衝突、排斥和融合的過程。

佛教傳入後的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儒學正統地位的動搖雖為

佛教提供了生存發展的機會，但從總體上看，鑑於佛教同中國傳統

宗法倫理和習俗的不合，傳統思想文化與佛教的衝突和對佛教的排

斥一直相當激烈。隨著佛教在中土站穩腳跟和佛教中國化的推進，

傳統思想文化對佛教的了解也日趨全面而深入，在隋唐儒佛道形成

三足鼎立之勢的時候，傳統文化與佛教的相互融合與共同發展的條

件才真正成熟。

隋唐儒學雖然重新恢復了正統地位，但統治者主要還是對它的

利用，而不是鼓勵學術研究，其通過《五經定本》和《五經正義》，

從文字上和義理上對儒家經典作了規範，科舉取士都要符合官方的

22. 夷夏之辨雖然強調夷夏之別，反對「捨華效夷」，但同時卻又在肯定華夏正
統的基礎上包容夷術，允許夷夏並存，南北朝時顧歡所作的《夷夏論》就是
這方面的典型例證。

儒佛道三教關係與隋唐佛教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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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否則便是離經叛道，這顯然並不利於儒學的發展；而佛教

作為非正統的思想，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自由發展的機會，帝

王出於現實政治的需要而採取三教並用的政策，更為佛學的研究

和發展創造了外部環境。因此，佛教各個宗派的思想體系在隋唐時

期得以創立就不是偶然的了。中國化的佛教宗派思想體系的先後創

立，又刺激了傳統思想文化的發展，為宋代以倫理為本位、融合儒

佛道三教的新儒學思想體系的出現，提供了理論來源和方法論上

的經驗。

三、隋唐佛教宗派的契理與契機

隋唐佛教宗派的創立，是中國佛教發展史上的大事，但對於隋

唐佛教宗派如何評價，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其中關涉到許多

有意義的重要問題。例如最近孫英剛撰文提出，宗派林立到底是不

是隋唐時期佛教界的主要特點？將隋唐佛教描述成宗派森嚴的時

代，是否過分誇大了宗派在隋唐佛教史當中的重要性，扭曲了真實

的歷史圖景？ 23 再如，隋唐佛教宗派是印度佛教中國化的成果，它

與印度佛教的關係如何？其主流思想如來藏佛性論，是否背離了佛

教的真精神？本文就後一個問題略作探討。

如來藏佛性論系思想，是在印度中觀學和唯識學之間出現的一

股大乘佛教思潮，其主要經典有《涅槃經》、《如來藏經》、《大

法鼓經》、《勝鬘經》、《不增不減經》、《無上依經》等，其中，

《涅槃經》的思想對中土影響最大，在南北朝時還形成了專門弘揚

23. 孫英剛：〈誇大的歷史圖景：宗派模式與隋唐佛教史書寫〉，載 2013 年 7 月
3 日《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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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經》思想的涅槃學派。為了更好地說明「一切眾生，悉有佛

性，皆可成佛」，《涅槃經》與當時

其他一些經典一樣，提出了「如來藏」

的概念。

如來藏，即「如來在胎藏中」，

它作為佛性的別名，更突出了「如來

即在眾生身內」，24 是一切眾生成佛

的根據。同時，它也有「我」的含

義，《涅槃經》卷 7 中明確提出「我

者，即是如來藏義；一切眾生悉有佛

性，即是我義」。25 隨之出現的《勝

鬘經》、《不增不減經》等，進一步

把「如來藏」與真如法性或自性清淨心連繫起來，如來藏佛性似更

偏向具有精神實體的意義，而趨於與外道的「神我」合流。這種思

想與早期佛教的「無我說」，理論表達並不一致，因此，大乘如來

藏―佛性論思想在印度並沒有得到廣泛流傳或產生很大的影響；

相反地，它很快就被無著、世親的唯識學所代替。但是，依佛教的

方便施教和真俗二諦義，這裡的「我」和「如來藏」，並不能與外

道之我簡單相等同。

如來藏佛性論思想傳到中國後，受到了中土人士的歡迎，經晉

宋時著名佛教思想家竺道生等人的宣導，這種思想經過不斷闡發而

成為中國化佛學的主流。中國佛教創宗立派，都以佛性論為主，並

24. 《佛說無上依經》卷上，《大正藏》第 16 冊，頁 470 上。

25. 《大正藏》第 12 冊，頁 407 中。

儒佛道三教關係與隋唐佛教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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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各家學說於一爐，通過「判教」而形成自己的特色。這是由中印

兩種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所決定的。26 對之如何看待，近代以來有

許多變化。

本來，按照傳統的說法，印度大乘佛教只有空、有兩宗，如義

淨所說：「所云大乘，無過二種：一則中觀，二乃瑜伽。」27 以此

來分判，國內學術界一般都把如來藏佛性論系的思想歸入「有宗」，

即空、有之「有」，不僅包括唯識學，也包括佛性論，講佛性論的

天台、華嚴和禪宗都被歸入「有宗」。但與此同時，近代以來還流

行「大乘三大系」的說法，即鑑於如來藏佛性論的思想在中國佛教

中的重要地位和影響，而將其判為獨立的一系。此說最早由太虛大

師提出。太虛提出的大乘佛教三系分別是「法相唯識宗」、「法性

空慧宗」和「法界圓覺宗」；印順法師則在此基礎上，將印度大乘

佛教分判為「性空唯名論」、「虛妄唯識論」和「真常唯心論」的「大

乘佛教三系」。雖然太虛法師是以「法界圓覺宗」為最圓滿，印順

法師是以「性空唯名論」為最究竟，但他們都給了佛性如來藏思想

在空有兩宗之外獨立一系的地位。28

近年來，「真常唯心論」的提法逐漸為更多人使用。由於中

國佛學的主流是以如來藏佛性系的思想為主（同時又通過判教而

融各家學說於一爐），因此，如果說「真常唯心系」的提法只在

26. 請參閱拙著：《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第一章第三節，南京：江蘇人民出
版社，2011 年。

27. 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 1，《大正藏》第 54 冊，頁 205 下。

28. 對此，也有學者明確表示強烈的反對。例如楊維中認為，「如來藏系經典在
印度並未如中觀、唯識系一樣發展為相應的學派」、「如來藏思想只是印度
佛教在中觀學與唯識學之間流傳的一類經典，在實際流傳中，並未形成可以
與中觀、唯識並立為三的『真常唯心論』」。楊維中：《如來藏經典與中國
佛教》，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3、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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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突出如來藏佛性論思想在中國化佛教中的重要性，那麼這本身

並沒有什麼問題。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對如來藏佛性論的研

究，卻出現了對以如來藏佛性思想為主流的中國佛教全盤否定的

傾向。

近代以來，支那內學院歐陽竟無、呂澂等人對「本覺」的批評，

和日本學者對《大乘起信論》的「疑偽」，就已初露對中國傳統佛

教的批評。至上個世紀八○年代，日本佛學研究界更是出現了「批

判佛教」思潮，以松本史朗、袴谷憲昭等學者為主要代表，29 他們

認為如來藏思想和本覺思想都不是佛教，「批判佛教的宣導者對如

來藏的批判，也擴展到了對中國佛教和日本佛教的佛性與本覺思想

的批判」，30 實際上是徹底否定了幾千年來的中國佛教的合法性。

這兩年已有中國學者對此進行了很好的回應，在指出其理論合理性

的同時，也對其理論的缺失和研究「方法」與「態度」的偏頗，進

行了認真的分析和批判。31 這樣的學術討論，客觀上推動了對印度

佛教、中國佛教和日本佛教許多理論問題研究的深入。

隋唐佛教宗派作為印度佛教中國化的成果，其主流思想如來藏

佛性論，是否背離了真正的佛教？從印度佛教的發展來看，如來藏

佛性理論是從原始佛教、特別是部派佛教發展而來的，圍繞著眾生

解脫成佛的問題，它把心與法性、佛性、解脫連在一起作了新的發

揮。

29. 請參閱松本史朗：《緣起與空：如來藏思想批判》，日本大藏出版社，1989 年；
《禪思想的批判研究》，日本大藏出版社，1994 年。袴谷憲昭：《本覺思想
批判》，日本大藏出版社，1989 年；《批判佛教》，日本大藏出版社，1990
年版。伊藤隆壽：《中國佛教的批判研究》，日本大藏出版社，1992 年。

30. 張文良：〈前言〉，《「批判佛教」的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

頁 1。
31. 楊維中：《如來藏經典與中國佛教》；張文良：《「批判佛教」的批判》。

儒佛道三教關係與隋唐佛教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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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佛教中，佛是覺悟者，是人而非神；部派佛教出現了把

釋迦牟尼神化的傾向；到了大乘佛教，佛更成為全智全能的神，且

三世十方有無數的佛。既然佛是神，佛的涅槃就不應像常人那樣死

了什麼也不存在，佛應該具有永恆的法身。大眾部所傳的《增一阿

含經》中說：「釋師出世壽極短，肉體雖逝法身在。」32 小乘的「法

身」主要是指佛的精神，表示佛的生身死後留下的教理教法常在：

「諸弟子展轉行之，則是如來法身常在而不滅也。」33 大乘佛教卻

認為，佛有不同的佛身，佛具有「常住不滅」的法身：「為度眾生

故，方便現涅槃；而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法。」34

32. 《增一阿含經》卷 1，《大正藏》第 2 冊，頁 549 下。

33.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大正藏》第 12 冊，頁 1112 中。

34. 《法華經》卷 5，《大正藏》第 9 冊，頁 43 中。

在原始佛教中，佛是覺悟者，是人而非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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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思想在如來藏佛性論系的經典中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經中

明確提出了「如來藏常住不變」、35「佛性常恒無有變易」36 等說法。

但《大般涅槃經》同時也說「從般若波羅蜜出大涅槃」，37 並以非

有非無的「第一義空」來解說佛性：「佛性者，名第一義空，第一

義空名為智慧，所言空者不見空與不空。……中道者名為佛性」、38

「是故佛性非有非無，亦有亦無」。39這表明，從佛教的緣起、無我、

智慧解脫的根本立場和離言掃相的表達方式而言，佛性如來藏可以

是一種方便說，它與般若和實相說可以互為發明、相互補充：說緣

起性空的根本目的在於顯萬法之實相，為涅槃解脫作論證，而為了

建立真如佛性說，亦必須先論證萬法之空。40

中國佛教正是如此來理解並接受佛教的，中土「解空第一」的

僧肇從離言掃相的角度來說佛教的「我」與「無我」，「涅槃聖」

竺道生從「佛性我」的意義上來理解「我」，都說明了這一點。41

正是這樣理解的佛性如來藏思想，在晉宋以後，經歷代中國僧人結

合儒家本善的心性論和道家本真的道性論而發揚光大，發展成為漢

傳佛教理論的主流。可見，中國佛教的如來藏佛性理論，淵源於印

35. 《勝鬘經》，《大正藏》第 12 冊，頁 222 中。`                              
36.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 12 冊，頁 523 中。

37. 同註 36，頁 449 上。

38. 同註 36，頁 523 中。

39. 同註 36，頁 572 中。

40. 正因為如此，在印度大乘佛教後期，就出現了調和空有的趨勢，著名佛學大
師寂護混合中觀、瑜伽學說而創立的「瑜伽中觀派」便是一個例證。

41. 僧肇曾從離言掃相的角度來說佛教的「我」與「無我」：「如來言說，未嘗
有心，故其所說法未嘗有相。……去我故言無我，非謂是無我……可謂無言
之教，無相之談。」《維摩經 ‧ 弟子品注》，《大正藏》第 38 冊，頁 353 中。

竺道生則從「佛性我」的意義上來說「我」：「無我本無生死中我，非不有
佛性我也」《維摩經．弟子品注》，《大正藏》第 38 冊，頁 354 中。

儒佛道三教關係與隋唐佛教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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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佛教，也與眾生的慧解脫這一佛陀創教的根本精神相一致，42 但

它又在適合中國文化和民眾需求的過程中隨機有了新的發展，體現

佛教契理與契機的有機統一。

契理與契機，其實也是佛教中國化的基本原則。這些年來，「佛

教的中國化」似已成為一個流行詞語，但對其態度卻很不一樣。有

的認為佛教傳入不同的國家和民族，應該也必然「入鄉隨俗」本土

化，並隨順時代的變化需求而革新發展，例如它來到中國，儒學化

和道學化就是它契機的具體體現。不同的觀點則認為，既然是佛

教，就是佛陀之教的一脈相承，不應該也不存在什麼被「化」的問

題，否則就有違背佛教的根本之嫌。這裡就有對「中國化」內涵的

不同界定和理解的問題。

在我們看來，佛教的中國化，就是指印度佛教變成中國佛教。

中國佛教在表現形式上當然不同於印度佛教。中國佛教有宗派，但

在印度佛教中並不存在。這裡的關鍵問題，並不在於中國佛教表現

為怎樣的形式，披著怎樣的外衣，藉著怎樣的文化載體，其隨機教

化的方便與印度是否一樣，而在於其根本的宗旨與佛陀創教的本懷

是否一致。佛教的「真俗二諦」和中國禪宗的「藉教悟宗」等為我

們做了很好的提示，大乘佛教強調的「隨機」和「方便」則是佛教

「中國化」的內在理路和依據。

佛教的中國化，其實是佛教在中國傳播發展過程中的「契理」

42. 雖然解脫「在古印度，實際上它是各派哲學和宗教共同討論的話題。……佛
教的解脫思想就是在對古印度以來的諸派的解脫思想進行批判性吸收的基礎
上構想出來的。所以，在形式上，佛教的解脫思想與古印度其他哲學和宗教
的解脫思想有相似或相同之處是可能的也是自然的」、「但總的來說，佛教
的解脫思想建立在『無我』說和『戒定慧』三學的基礎上，對形而上學的實
體性的『我』一直保持距離，卻是不爭的事實」。參見張文良：《「批判佛教」

的批判》，頁 71、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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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契機」。契理，就是從根本上說，它始終合乎佛法的根本道理，

契合佛法的根本精神，這也就是禪宗強調的「藉教悟宗」、「以心

傳心」；契機，就是隨順時代的變化和大眾的不同需要而不斷地更

新和發展，並應機接物，方便施教。佛教的緣起、無我、智慧解脫，

可以通過儒道化的「法性論」（慧遠）、「法界論」（華嚴宗）或「見

性論」（禪宗）來開示眾生。歷史地看，契理和契機如鳥之雙翼，

車之雙輪，推動著佛教的中國化。中國佛教正是在契理的同時又契

機，在契機的同時又契理，從而才保持了它持久的生命力，一直從

古代走向了現代。正因為中國化的佛教，包括中國化最為典型的禪

宗，始終堅持了印度佛教的基本立場、觀點與方法，以智慧解脫為

最終目的，所以，儘管中國佛教在一定的時期，在一定的條件下可

以協和王化，可以成為官方思想的一部分，但它終究未能成為宗法

性的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

以出世解脫為最終目的的佛教，與入世以「治國平天下」為最

高目標的儒學，在個人的修身養性方面可以有許多相似之處，在哲

學理論上也可以相互發明，但兩者的差別還是一目了然的。在歷史

上，儒家之所以常常吸收佛教的東西而又反過來排斥或反對佛教，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兩者的人生哲學根本上是不同的。當然，

相異，也就能互補，這又為兩者在衝突中的融合提供了可能。

總之，從契理和契機的角度看，中國佛教宗派的理論以如來藏

佛性思想為主流，具有儒學化、道學化的特色，但並不能由此而否

定或不承認其對印度佛教的繼承及與之根本上的一致。佛教與儒道

構成的既有衝突又有融合的三教關係，推動了佛教在中國的發展，

並使之具有了儒學化與道學化的色彩，但中國化的色彩，並不影響

中國佛教仍然是「佛教」。


